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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晓峰所著 《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 一书以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为主要研

究对象, 同时涉及敦煌乐舞的基本问题、 敦煌画稿中的音乐图像、 敦煌文献中的乐舞记载等一系列问

题的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分析研究价值和不足之处, 总结作者围绕敦煌

乐舞研究方法提出的问题, 对该书进行了客观、 深入地评价。 总体而言, 该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以唐

代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乐舞, 在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观点, 并对敦煌乐舞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思考,

是一部有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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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朱晓峰著 《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 一书由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 该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教授主编

“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 丛书第二辑之一种。 全书以 54 万字、 200 余幅图片的内容

对敦煌乐舞尤其是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展开了全面、 深入地研究, 在敦煌乐舞研究

方面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 并对敦煌乐舞研究方法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 是近年

来较为系统研究敦煌乐舞的著作, 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敦煌地区乐舞发展的真实状

况, 敦煌乐舞与中国古代乐舞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乐舞传播、 交流等方面提供了学术

支持。
本书作者朱晓峰, 现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副研究馆员,

2013-2016 年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攻读敦煌学博士学位, 2016-2018 年在敦煌研究

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敦煌学方向博士后研究, 一直专注于敦煌乐舞研究, 该书正是

在其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和增补而成的, 博士论文曾先后评为兰州大学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和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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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内容

《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 全书共分为八个章节的内容, 其中前四章作为上

篇是唐代莫高窟音乐图像基本问题的阐述, 包括音乐图像概述、 经变画中的音乐图像、
敦煌画稿中的音乐图像和敦煌文献对音乐的展现。 第一章音乐图像概述从音乐图像在洞

窟中的位置, 音乐图像的界定和分类以及乐器图像分类三个方面展开, 这一部分主要是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乐舞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梳理与考证, 其中结合文献与图像对

“乐伎” 与 “伎乐” 的区别, 不鼓自鸣乐器和飞天乐伎、 化生乐伎、 迦陵频伽乐伎等音

乐形象的考证都有新的结论产生, 值得关注, 如飞天伎乐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梁佛教类书

《经律异相》 中,① 化生乐伎与晚唐敦煌地区佛教传播具有一定相关性, 迦陵频伽伎乐

并非源自唐代 “坐部伎” 的 《鸟歌万岁乐》② 等。
由于大量的敦煌乐舞图像出自经变画, 而唐代又是敦煌经变画发展的鼎盛阶段, 因

此作者将经变画中的音乐图像作为单独章节进行研究, 对各类经变画中音乐图像的表现

形式和功能做了细致地分析, 这是先前敦煌乐舞研究中很少涉及的, 使我们了解了经变

画构图与音乐图像布局之间的关系, 认识到不同经变画中音乐图像具有的不同功能以及

音乐在佛教图像中功能的转化。
第三章是对敦煌画稿中音乐图像的整理与研究, 这是敦煌乐舞研究新的探索。 通过

作者的梳理和研究, 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敦煌画稿中都有音乐图像的存在, 而且画稿与

壁画中的音乐图像具有一定的相似关系, 这涉及敦煌乐舞图像来源的思考, 正如作者在

书中提到: “如果不首先解决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的真实性与传播过程问题, 通过它研

究唐代音乐史就是缘木求鱼。”③ 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不仅是对敦煌画稿中音乐图像的

梳理, 更重要的是针对敦煌石窟音乐图像源流的探究, 而探究最终落实在了通过敦煌文

献对敦煌地区现实音乐的考证, 即该书第四章的内容。
第四章是敦煌文献对音乐的展现, 事实上, 关于敦煌文献中与音乐相关记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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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之前学界认为 “飞天伎乐” 一词最早见于北魏杨衒之所撰 《洛阳伽蓝记》 卷第二, 或认为除 《洛阳伽蓝

记》 之外再无 “飞天伎乐” 的记载, 但通过该书研究, 在南朝梁代释宝唱编撰的 《经律异相》 卷第四

《阿难问葬法四》 中就有关于 “飞天伎乐” 的描述。 参见 《大正藏》, 第 53 册, 第 17 页。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 “ 《鸟歌万岁乐》, 武太后所造也。 武太后时, 宫中养鸟能人言, 又常称万岁,
为乐以象之。 舞三人, 绯大袖, 并画鸜鹆, 冠作鸟像。 今案岭南有鸟, 似鸜鹆而稍大, 乍视之, 不相分

辨, 笼养久, 则能言, 无不通, 南人谓之吉了, 亦云料。 开元初, 广州献之, 言音雄重如丈夫, 委曲识人

情, 慧于鹦鹉远矣, 疑即此鸟也。”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第 1061 页。
朱晓峰 《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第 96 页。



学界已有相关成果, 如对乐营①、 音声、 设乐②的考证以及对敦煌乐谱、 敦煌舞谱的解

译③等, 本书除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确证外, 从音乐机构、 音乐从业人员、 音乐

活动、 敦煌乐谱、 敦煌舞谱、 音乐教材等方面做了横向关联, 从宏观上构建敦煌地区在

晚唐五代时期形成的乐舞管理、 从业、 教育、 传播、 使用、 乐器制作等一系列完整的产

业链, 完成了从敦煌现实音乐活动到敦煌画稿音乐图像再到敦煌石窟音乐图像的关于敦

煌乐舞来源的探讨。 此外, 该书对敦煌文献记载的 “造鼓木匠” “造鼓床木匠” “油鼓

床 (匠) ” 以及 “画鼓画匠”④ 进行了详细考证, 并提出了敦煌地区在归义军时期已

形成完备的鼓类乐器制作工艺及流程的观点, 为全面认识敦煌地区现实乐舞活动提供了

新的证据。
该书下篇选择唐代不同时期具代表性的洞窟进行研究, 包括初唐第 220 窟, 盛唐第

172 窟, 中唐第 112 窟和晚唐第 156 窟, 以完整获取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的总体特

征以及与石窟营建、 现实音乐间的关系。 其中第五章是对第 220 窟音乐图像的研究, 在

本章中, 该书重新统计了南、 北壁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所绘不鼓自鸣乐器, 对经变画

中出现的乐器进行了详细考证, 重新修正了个别乐器如 “铜钹”⑤ 在之前识别和定名方

面的错误。 通过经变画乐舞组合与唐代燕乐乐部之间的对比得出了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

系的观点, 同时根据时代推定药师经变乐舞组合不是唐代 “坐部伎”⑥ 的反映。 另外,
以第 220 窟营建史作为线索, 对唐初从西域到中原再到敦煌的乐舞文化传播路径进行了

推导。
第六章是对第 172 窟音乐图像的研究, 该书对新发现的东壁门上部经变画所绘音乐

图像特殊的排列方式进行了研究, 着重考证了其中所绘单面蒙皮, 手持演奏的鼓的名称

为 “槃鞞”⑦。 通过对南、 北壁所绘观无量寿经变中乐舞图像的对比, 得出盛唐时期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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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正宇 《沙州归义军乐营及其职事》,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 5 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217-225 页。
敦煌地区的音声和设乐的考证参见姜伯勤 《敦煌音声人略论》, 《敦煌研究》 1988 年第 4 期, 第 1-9 页。
敦煌乐谱、 敦煌舞谱解译与研究综述参见朱晓峰 《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 第 165-170 页。
出现这些记载的敦煌文献为 P. 2641 《丁未年 (947) 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 和 S. 1366 《使衙油

面破历》。 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17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1 年, 第 62-63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第 2 卷, 成都: 四川人

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277-279 页。
[元] 马端临撰 《文献通考》: “铜钹亦谓之铜盘, 本南齐穆士素所造。 其圆数寸, 中间隆起如浮沤, 出西

戎、 南蛮、 扶南、 高昌、 疏勒之国。 大者圆数尺, 以韦贯之, 相击以和乐……然有正与和, 其大小清浊之

辨欤。”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 1195 页。
“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讠燕乐, 武德初, 未暇改作, 每讠燕享, 因隋旧制, 奏九部乐。 一讠燕

乐, 二清商, 三西凉, 四扶南, 五高丽, 六龟兹, 七安国, 八疏勒, 九康国。 至贞观十六年十一月, 宴百

寮, 奏十部。 先是, 伐高昌, 收其乐, 付太常。 至是增为十部伎, 其后分为立坐二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 3720 页。
[唐] 魏徵等 《隋书》: “礼毕者, 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 亮卒, 其伎追思亮, 因假为其面, 执翳以舞, 象

其容, 取其谥以号之, 谓之为文康乐。 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 故以礼毕为名。 其行曲有单交路, 舞曲有散

花。 乐器有笛、 笙、 箫、 篪、 铃槃、 鞞、 腰鼓等七种, 三悬为一部。 工二十二人。”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年, 第 380 页。



土类经变画中乐舞图像在内容、 排列等方面已趋于均衡和固定的观点。 另外, 以经变画

乐舞组合的研究结论进一步强化了唐代莫高窟音乐图像与唐代燕乐间具有紧密联系的

观点。
第七章以第 112 窟音乐图像为研究内容, 重点对南、 北壁所绘观无量寿经变、 金刚

经变、 药师经变和报恩经变四铺经变画中的音乐图像展开研究, 包括对乐器的考证、 乐

舞组合的分析以及对经变画音乐图像功能的梳理。 研究发现, 中唐时期经变画数量增多

是各类音乐图像数量呈上升趋势的直接原因, 但数量增多也导致每铺经变画的尺幅相对

缩小, 使其中音乐图像的规模不及初、 盛唐。 而且经变画音乐图像的排列及表现形式在

历经初、 盛唐的发展之后, 至中唐时期已完全定型并进入程式化绘制的阶段, 这一方面

表现在部分同名称经变画音乐图像具有的相似性, 如本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与第 172 窟

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乐舞组合在乐器选择和舞伎姿态上具有一致性; 另一方面, 中唐时期

部分经变画音乐图像尽管不能完全与佛经文本对应, 但依然沿袭通常的模式进行绘制,
如金刚经变。

第八章是对第 156 窟音乐图像的研究, 由于第 156 窟音乐图像种类和数量较多, 因

此该书按洞窟不同位置依次对其进行了梳理与研究, 包括西壁所绘普贤变与文殊变, 南

壁所绘思益梵天所问经变、 阿弥陀经变和金刚经变, 北壁的报恩经变、 药师经变, 东壁

的金光明经变以及窟顶所绘的楞伽经变等。 以第 156 窟营建史与归义军史为背景, 结合

敦煌文献重点考证了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和 《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 中出现

的乐舞图像, 其中提出 《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 中出现的女乐为 “房中乐”①

的观点颇具创见。 通过研究, 以第 156 窟为代表的晚唐时期音乐图像在整个唐代莫高窟

是最丰富的, 洞窟空间增大导致经变画数量增多是其中的决定因素, 即便如此, 单铺经

变画音乐图像的规模依然没有超越初、 盛唐时期。 同时, 晚唐时期音乐图像也继续承袭

自中唐音乐图像开始程式化绘制的特点, 而且音乐图像尤其是乐器图像的绘制也远不及

之前精细。 另外, 对出行图中写实性音乐场景的研究, 使我们对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乐营

组织、 官府设乐、 仪仗用乐以及乐器制作行业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二、 主要观点

在该书结论部分, 作者通过唐代壁画音乐图像、 敦煌地区音乐文化和唐代音乐史等

方面对该书的主要观点作了总结性陈述, 本文试作如下概括:
第一, 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自初、 盛唐逐渐固定之后基本延续至中、 晚唐时

期, 其间未出现大的变动和差异。 从初唐开始, 伴随莫高窟经变画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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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 “房中之乐, 非独弦歌, 必有钟磬也。 请以歌磬、 歌钟, 各设二

虡, 土革丝竹并副之。 女伎肄习, 朝燕则用之。” 第 3762 页。



段, 音乐图像体现出数量丰富, 风格鲜明的特点。 盛唐时期音乐图像在继承初唐时期特

点的基础上, 显露出音乐图像模式化发展的端倪, 菩萨伎乐与舞伎开始按固定配置出

现, 同时在一铺经变画中不同种类音乐图像的数量开始趋于均衡。 至中唐时期, 单幅经

变画尺幅的缩小使音乐图像数量和规模较之前有了明显的缩减。 与此同时, 新的经变画

题材开始出现, 音乐图像的功能逐渐复杂。 到晚唐时期, 伴随经变画数量和题材的持续

增加, 音乐图像的数量又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 而且表现世俗场景的音乐图像和密教类

经变画音乐图像也开始逐渐增多。
第二, 在唐代所有种类音乐图像中, 只有经变画菩萨乐伎是以乐队形式出现的, 因

此乐队编制反映的信息就成为壁画音乐图像与现实音乐间联系的枢纽。 通过分析, 唐代

菩萨伎乐乐队编制自始至终呈现出对打击类乐器的侧重, 这种特点与史籍记载的唐代用

乐编制是一致的, 这至少可以证明史籍中隋唐音乐包含大量龟兹乐、 西凉乐成分的记载

在壁画中得到如实反映, 大多数的菩萨伎乐乐队编制均体现出旋律快速, 节奏铿锵以及

力度鲜明的风格, 而这种风格与唐代用乐同样相似。 舞伎图像亦如此, 从具 “胡旋”①

特点的舞蹈, 持长巾起舞, 击腰鼓而舞再到 “反弹琵琶” 起舞, 舞蹈形象总体保持唐

代健舞的典型特征, 这与菩萨伎乐乐队风格甚至唐代流行的乐舞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 通过对敦煌文献中与音乐相关记载的全面梳理可知, 唐代敦煌地区不仅有管

理音乐的机构———乐营, 乐营中设置乐营使和副乐营使从事日常事务的管理, 而且还有

不同分工的从业人员, 如音声、 教习、 乐器制作工匠以及从事舞蹈等其他活动的人员,
他们共同维持和承担着各类活动中的乐舞表演, 如官方组织的宴饮、 接待、 出行等娱乐

和外事活动以及寺院开展法事活动中的设乐。 伴随音乐活动的开展, 敦煌地区同时形成

与此相适应的乐器制作行业, 以鼓类制作为代表的乐器工匠相继出现。 以工匠和制鼓的

数量、 规模作为参照, 其中对乐器的需求也反映出音乐活动的开展已具有一定规模, 而

这些又在晚唐第 156 窟的两幅 《出行图》 得以再现, 使我们对乐营组织, 官府设乐,
仪仗用乐和乐器制作有了更加详实与直观的认识。

第四, 敦煌画稿中音乐图像的存在证明了现实音乐到音乐图像的转换过程, 如果说

壁画音乐图像是敦煌地区音乐文化的再现, 那么画稿就是其中重要的中间环节, 尽管目

前有音乐图像的画稿基本属经变画画稿类, 但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壁画音乐图像的来源,
即通过画稿记录壁画拟其原型的现实音乐活动, 再通过画稿将其绘制于石窟壁面。

第五, 通过对乐器图像与文献记载的研究, 唐代莫高窟壁画中的乐器图像基本能够

与唐代文献记载的乐器以及部分传世乐器相对应, 而且壁画音乐图像也直观展示了唐代

燕乐使用的各种乐器的形制、 演奏方式以及编制组合, 这同样反映出唐代莫高窟壁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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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图像具有的真实性。

三、 研究价值

第一, 该书对于壁画音乐图像的研究, 是围绕石窟这个整体展开的, 因此在选取唐

代不同时期具代表性的石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特别关注了音乐图像与石窟壁画间辩证

关系的分析与梳理, 按作者在书中的总结即 “音乐图像来自石窟, 它是石窟功能的反

映; 石窟涵盖音乐图像, 它决定音乐图像的性质”①。 这可以说是敦煌乐舞研究一种新

的思路, 当我们回顾学术史就会发现, 以往对敦煌乐舞尤其是图像研究, 大多是直接将

乐舞从石窟壁画中抽离出来,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对比、 考证, 忽略了图像与壁画、 石窟

间的关系。 事实上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如除去音乐图像本身内容外, 其余如构

图、 排列、 组合等因素往往受制于石窟空间和壁画布局, 该书主要通过上篇中主尊式经

变画和叙事式经变画中音乐图像出现规律的对比和不同经变画音乐图像功能的总结, 下

篇中唐代不同时期洞窟中音乐图像规模、 数量变化的分析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此观点, 提

出将 “从石窟中来, 到石窟中去” 作为研究石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的基本原则, 这可

以说是敦煌乐舞研究方法论角度新的思考和实践,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二, 该书尽管是围绕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的研究,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大量使

用了历史文献和敦煌文献, 甚至该书第四章就是针对敦煌文献中乐舞记载的专题研究,
而对文献研究的结论又与图像研究做了关联, 这在第 156 窟两幅 《出行图》 乐舞图像

与归义军时期乐舞记载考证中最为明显, 说明从作者的研究视角来看, 敦煌文献是敦煌

乐舞研究的基础, 而且只有在研究中做到图像与文献并重, 才能真正做到敦煌乐舞研究

结论的客观真实。
第三, 该书首次系统整理了敦煌画稿中的音乐图像, 并且将敦煌画稿音乐图像的研

究结论与敦煌文献、 石窟音乐图像进行了有机地结合, 分析和考证了莫高窟壁画音乐图

像的真实性, 即敦煌文献记载的敦煌地区官方组织和寺院陈设的音乐活动为石窟音乐图

像的绘制提供了部分参照, 而画稿中的音乐图像正是这种参照得以实现的中间环节。 一

直以来, 敦煌乐舞研究主要是在解决 “是什么” 的问题, 即对乐伎、 乐器、 舞伎等图

像的认识、 调查和统计工作, 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开始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敦煌乐

舞的来源问题, 使该领域研究朝着 “为什么” 的方向发展, 这是敦煌乐舞研究进一步

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也是梳理 “一带一路” 音乐文化传播、 变迁和流布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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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足之处

第一, 以该书的整体结构来看, 前四章作为上篇主要是唐代莫高窟音乐图像基本问

题的阐述和对唐代经变画、 敦煌画稿和敦煌文献中与音乐相关内容的详细梳理, 与下篇

后四章唐代洞窟音乐图像研究在内容和体量上保持了均衡、 协调, 但莫高窟唐代开凿的

洞窟数量较多, 按该书在绪论部分的综述, 数量大致为 228 个,①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洞

窟中绘有音乐图像。 因此, 该书下篇研究仅选择四个洞窟从内容和材料上略显单薄, 应

该考虑在保持现有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将更多唐代其他洞窟中典型的音乐图像纳入到后

四章的内容中, 使证据更加充分, 论说更加有力。 尤其是在讨论经变画乐舞组合与唐代

燕乐之间关系时, 就可以适当增加如第 12 窟、 第 148 窟、 第 159 窟、 第 217 窟、 第 321
窟等洞窟经变画相关的乐舞组合。

第二, 在该书第四章敦煌文献研究的部分中, 所用的材料主要为社会经济类文书中

对乐舞的记载以及敦煌乐谱、 敦煌舞谱, 对于敦煌文献中敦煌文学部分仅是一语带过,
并未开展相关的考证与研究。 事实上, 敦煌文学中与音乐相关的材料是极其丰富的, 如

曲辞类的曲子词、 俚曲小调、 佛曲、 儿郎伟等, 讲唱类的变文、 讲经文等, 这些都与该

书提到的敦煌现实的音乐活动以及中国传统诗 (歌)、 乐、 舞三位一体的形式密切相

关。 同时, 敦煌曲辞又包含着丰富的音乐系统, 其中既有燕乐、 雅乐曲辞, 又有传统民

间曲调和西域的部分曲调,② 因此深入研究其音乐性对于考证敦煌现实乐舞活动的发

展、 传播有重要的作用, 但这一部分内容并未在该书中完整、 深入地呈现出来, 较为

遗憾。
第三, 如前述, 该书在研究唐代莫高窟音乐图像的同时, 也在试图解决关于音乐图

像来源的问题, 这是该书的亮点之一, 但从整体研究过程的呈现来讲, 从现实音乐活动

到画稿音乐图像再到壁画音乐图像的推论中推测成分较大, 证据也略显单薄, 当然材料

受限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即没有更多关于现实音乐活动和壁画中音乐图像制作方面的记

载。 以现有的研究结论来看, 敦煌现实的音乐活动是真实存在的, 壁画中的音乐图像也

的确与唐代燕乐有一定的联系, 甚至如第 220 窟北壁药师经变的乐舞组合就是以燕乐为

原型的, 而且敦煌画稿中也有各类音乐图像出现, 但敦煌现实音乐活动、 长安的燕乐、
画稿音乐图像相互之间的具体关系究竟如何, 还需要作者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地研

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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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中的数据来自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中对唐代洞窟的统计。 参见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石窟内容总

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朱晓峰 《唐代莫高窟壁画音乐图像研究》, 第 6-7 页。
参见 《敦煌学大辞典》 颜廷亮、 柴剑虹所撰 “敦煌文学” 词条, 季羡林主编 《敦煌学大辞典》, 上海: 上

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 第 520-522 页。



五、 提出问题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后记, 该书在后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 以此作为之前研究的总

结与之后的研究规划, 这不仅是敦煌乐舞研究者需要共同关注的, 同时也是图像研究需

要思考的, 从中也能看出作者的研究是在不断提出问题, 又试图解决问题, 这也正好解

释了该书提到的学无止境中 “境” 的含义。
首先, 作者在思考图像研究中 “观看” 的问题, 按照书中的观点, “观看” 对于图

像研究非常关键却又极易被忽略, 这有点类似与现实中常说的 “第一眼”。 事实上,
“观看” 的背后是研究经验、 知识储备的调用, 因此锻炼 “观看” 的方法是图像研究的

基本功, 需要通过反复、 大量的实践去积累和掌握。 其次, 是如何深入、 准确地认识敦

煌乐舞的来源? 这在该书中被作者不断提及, 说明敦煌壁画中的音乐图像和其他图像一

样, 其源流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其中涉及石窟营建史、 风格演变、 文化交流和传播等各

种因素, 导致许多隐藏的细节至今都没有被揭示出来。 第三, 敦煌乐舞作为石窟的有机

组成部分对于敦煌石窟考古的价值。 这是对敦煌乐舞研究意义的发问, 事实上, 该书已

大量论证了敦煌乐舞之于中国古代乐舞史研究的直观价值, 如对敦煌壁画中乐器形制、
舞姿、 舞种、 乐舞组合形式的考证与研究。 同时, 作者还试图将这一研究与石窟本身联

系起来, 如通过乐器在壁画中出现的时间来作为石窟断代的旁证, 以相同的乐舞组合形

式来推断石窟营建、 壁画绘制的特征, 甚至以固定的乐舞图像搭配规律为经变画定名提

供佐证, 这是对敦煌乐舞研究价值拓展方面做出的积极实践, 期待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

能够再接再厉, 不断贡献新的成果, 真正解决上述问题并将敦煌乐舞研究提升到新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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